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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东阳军庄汉墓群出土人骨的 

稳定同位素分析
*1 

郭怡1 周杉杉2 陈刚3 李则斌4 

（1、2.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3、4.南京博物院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黄淮地区是传统粟稻混作区，西汉时麦作推广进入关键时期，但小麦在这一过程中对黄淮地区原

有粟稻混作格局的影响并不明确。对江苏省盱眙县东阳军庄汉墓群出土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9例人骨

骨胶原δ13C值的范围为-20.0‰~-18.4‰，均值-19.4±0.6‰(n=9)，表明西汉时期盱眙先民主要以稻、麦等C3类

植物为食，已经不再将粟作为主要粮食，结合该地区西汉以前的农业格局，可推测西汉时期苏北淮河流域已经开始

由传统的稻粟混作模式向稻麦混作模式转变。将本文数据与我国同时期其他遗址的稳定同位素数据比较后发现，在

原有稻粟混作区内，粟在先民饮食结构中的地位呈自西向东下降的趋势，反映了小麦种植在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关中地区小麦的推广普及明显晚于东部近海地区。 

【关键词】：军庄汉墓 碳、氮稳定同位素 食物结构 黄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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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发生与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7500—5000BC），我国已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基本格局
［1］

。

而黄淮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在南北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稻粟混作的农业模式，河南淅川黄楝树、安徽尉迟

寺、陕西扶风案板、湖北青龙泉等多处遗址同时出土稻、粟遗存
［2］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稻粟混作区基本稳定，涵盖陕西、河

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
［3］

。 

小麦在我国的出现相对较晚，目前发现最早的小麦大约在距今 4500—4000 年间，出土于黄河上游西北地区、中游中原地区

以及下游山东地区的多处遗址中
［4］

。商周时期，山东、河南、陕西、安徽等地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麦粒、麦穗等遗存（图一）
［5］

，

结合《诗经》和《左传》中关于麦的记载及其地理背景的分析，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产麦区域大致有陕西渭水流域及其支流；山

西汾水流域；河南卫河两岸，洛阳，新郑；安徽、江苏北部；山东地区的鲁地、齐地以及河北南部
［6］

，只是当时的种植量并不

大
［7］

。汉代是小麦推广种植的关键时期
［8］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西汉晚期，冬小麦在我国北方得到大面积推广种植
［9］

。此外，惠

富平
［10］

、王勇
［11］

、荆峰
［12］

、张振兴
［13］

等学者提出了小麦种植的地区不平衡性，他们从自然条件、人口压力、水利工程、耕

作技术、政府提倡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地区差异所致的主导因素不同，关中地区大面积推广普及宿麦种植明显晚于东部

近海地区。但是在小麦推广种植的过程中，粟、稻、麦三者在粮食结构中的地位如何，仍不清晰。已有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观

点：第一种比较乐观，赵淑玲等
［14］

对尹湾汉简的记载分析后得出冬小麦占东海郡耕地总面积的 41.9％，且人均播种面积超过全

国人均耕地半数的结论，从而认为西汉末年东海郡的冬小麦已经得到普及，并占据了当地粮食的首要位置，并认为冬小麦在整

个北方平原地区已经推广普及开来。第二种相对保守，曾雄生
［15］

、李爱军
［16］

、李成
［17］

等分析了自然条件、农业技术、食品加

工技术、饮食习惯等因素，认为两汉时期小麦虽得到推广，但仍未从根本上动摇粟在中国北方旱作系统中的优势地位，到唐朝

才最终替代粟类上升到主粮地位。以上观点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仍有待

更多方面的证据进行验证。 

最新的研究指出，利用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分析法还原古人类的食物结构，进而探讨古代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已经成为

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18］

，该方法也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据生物考古理论，人骨骨胶原中的 C、N 主要来源于

食物中的蛋白质，而骨骼所含的成分衰减速度比较慢，骨胶原蛋白质的变化需要数十年，故骨胶原的稳定同位素值能反映个体

较长时间段的平均饮食状况。碳稳定同位素主要用于判断植物性食物的来源。不同方式的光合作用会使植物形成不同的δ13C 

值，主要分为以水稻、小麦、大麦为代表的 C3 类植物和以粟、黍、玉米为代表的 C4 类植物，纯以 C3 类植物为食的个体，骨胶

原δ13C 值约为-21.5‰，而纯以 C4 类植物为食的个体，骨胶原δ13C 值约为-7.5‰
［19］

。不同于碳值，氮值在营养级之间有明

显的富集现象，约 3～5‰，主要用于判断先民（动物）所处营养级状况。一般认为，陆生食草动物的δ15N 值为 3～7‰
［20］

，杂

食类动物为 7～9‰，一级食肉动物以及鱼类为 9～12‰，二级食肉动物则有更高的氮值
［21］

。根据这一原理，研究者已对河南淅

川沟湾遗址
［22］

（仰韶文化）、山东滕州西公桥遗址
［23］

（大汶口文化）、日照两城镇遗址
［24］

（大汶口文化）、小朱家村遗址
［25］

（大汶口文化）、湖北青龙泉遗址
［26］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地出土人骨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结果展现了史前时期黄

淮地区的农业格局为粟稻混作。而对汉代先民食谱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了部分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特点，如对陕西光明、官道、

机场墓地汉代先民的骨胶原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其碳稳定同位素值从西汉到东汉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但 C4 类植物长期占主要地位
［27］

。而对河南申明铺遗址出土人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则显示，两汉先民的δ13C 均值（-16.7±0.8‰，n=15）明显低

于战国先民（-12.7±0.8‰，n=14），表现出小麦在人们食物结构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28］

。 

本文尝试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法对江苏省盱眙县东阳军庄汉墓群出土的人骨进行食谱分析，讨论苏北地区汉代先民对粟、

稻、麦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利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与其他遗址的食谱数据进行对比，探索小麦推广对当时农业格局的影响。 

二、材料与方法 

（一）样品来源 

本文涉及的样品均出土于江苏省盱眙县东阳军庄汉墓群，遗址位于秦汉东阳城城址外部区域（图一），墓葬中发现许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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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完好的精美漆器，从制作工艺和材料判断其时代大致为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29］

。西汉立国之后，东阳先后属荆、吴、江都三

国，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江都王刘建谋反自杀，国除为广陵郡。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武帝以广陵郡之部分置

广陵国，“分沛、东阳置临淮郡”。一直到西汉末,东阳属临淮郡
［30］

。本文共获取 10 例人骨样品和 1 例鸟骨样品，相关出土位

置、墓葬编号、身份等信息列于表一。 

 

（二）骨胶原提取 

骨胶原的提取主要依据加拿大学者理查兹（M.P.Richards）和英国学者赫奇斯（R.E.M.Hedges)文中的方法以及英国学者杰

（Jay M.）、裴德明等对其的修改
［31］

。首先机械去除骨样表面污染，取约 1g 骨样放入试管，倒入 10ml 浓度为 0.5mol/L 的 HCl 

溶液 4℃浸泡，每隔 2~3 天更换酸液，直至骨样松软，无明显气泡，用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置于浓度为 0.001mol/L 的 HCl 溶

液，在烘箱 70℃条件下明胶化 48 小时。取出后热滤，再经 MilliporeAmicon Ultra-4 超滤后收集分子量>30K 的溶液，放入冰

箱冷冻。最后真空冷冻干燥，收集骨胶原，称重并计算骨胶提取率（骨胶原重量/骨样重量，表一）。 



 

 4 

 

（三）测试分析 

样品骨胶原的碳、氮含量及稳定同位素数据的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结果见表一。运用 SPSS 20

对所测数据进行分析，Origin Pro 9.0 软件绘图。 

三、结果与讨论 

（一）骨样污染鉴别 

骨骼在埋藏过程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污染，骨样污染鉴别是利用稳定同位素进行食谱分析的前提。骨胶原的 C、N

含量和 C：N 摩尔比值是衡量骨胶原是否污染的重要指标。从表一可知，仅有的动物骨骼样品 11 的 N 含量为 6.7%，与现代骨胶

原中的 N 含量（15%）
［32］

相差过大，且 C：N摩尔比值为 7.2，大于 3.6，表明其骨胶原已受污染。人骨样品中样品 2 由于骨胶

原含量太少未测出数据，其余 9例样品 C含量为 42.6~45.0%，均值 43.8±0.8%，N 含量为 15.6%~16.4%，均值 15.9±0.3%，C：

N 摩尔比值介于 3.2~3.3 之间，均值约 3.2%，均在 2.9~3.6 范围内
［33］

，表明 9 例样品骨胶原保存状况良好，未被污染，可用

于进一步分析。 

（二）先民食谱分析 

碳同位素主要用以判断植物性食物的来源，纯以 C3 类植物为食的个体，骨胶原δ13C 值约为- 21.5‰，而纯以 C4 类植物

为食的个体，骨胶原δ13C 值约为-7.5‰
［34］

。军庄遗址 9 例骨样δ13C 值的范围为-20.0‰~-18.4‰，均值-19.4±0.6‰（n=9）

（表一、图二），表明西汉时期该地区先民主要以 C3 类植物，如水稻、小麦为食，δ13C 值相对较高的个体仍有少量粟的摄入，

但整体上已经不再将粟作为主要粮食。文献中记载苏北地区“谷宜稻、麦”
［35］

，该地区汉墓画像砖石中也有从耕播到碎土平整

覆种全过程的麦类种植图、用砻去除稻壳的粮食加工图等反映出当时重视稻、麦的社会耕种和饮食生活的画面
［36］

。从考古出土

情况看，稻、粟、麦在江苏等地汉墓中均常有出土，如江苏西汉邗江甘泉、邗江胡场等西汉墓中同时出土有稻谷、粟和小麦，

粟还在其他汉墓如徐州奎山、徐州北洞山、邗江胡场、仪征胥埔等汉墓中单独出土
［37］

。但是从本文数据看，西汉时期盱眙先民

已经不将粟作为主要粮食。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的骨骼和牙齿同位素、炭化植物遗存以及陶器碎片残留物的分析中提及，在龙



 

 5 

山文化时期山东东南部居民可能将粟用于家畜饲料，如喂猪
［38］

，故不排除盱眙先民将粟作为饲料等其他用途的可能性。 

氮在不同营养级之间存在富集现象，每上升一级大约富集 3‰~5‰，一般认为植食类动物的δ15N 值约为 3‰~7‰，杂食类

约为 7‰~9‰，而肉食类则常大于 9‰
［39］

。盱眙先民的δ15N 值范围为 9.1‰~11.3‰，均值 10.5±0.7‰（n=9）（表一、图二），

δ13C 值和δ15N 值之间不具有相关性（r=0.625，P=0.072﹥0.05，n=9），说明先民的食物来源中含有较多植物性食物，但由

于样品数量较少，尤其是缺少动物数据，这一结果仍需更多的数据进行验证。当时先民有丰富多样的肉食来源，在各地汉墓出

土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常有表现饮食生活的庖厨图，苏北地区常见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如铜山、邳县、泗洪

等地汉墓庖厨图中有灶上挂猪腿、鸡以及宰羊、剥狗的画面
［40］

。考古发现的汉代家养动物模型有猪、狗、牛、羊、鸡、鸭、鹅

等，江苏等地以狗最多，鸡、猪次之
［41］

。据文献资料分析，秦汉时期人们摆脱传统礼俗约束，追求享受，饮食生活日益奢靡
［42］

，

较高的氮值说明先民摄入的动物资源较多，或许正是这种风俗的反映。 

（三）先民饮食差异分析 

先民身份等级与饮食结构的关系是近来常被讨论的话题之一。齐乌云对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两个个体进行分析后认为同

一时期相距不远的不同遗址、不同墓葬中人们相异的食物结构可能与个体的贫富差别有关
［43］

。张雪莲在西坡墓地的讨论中也指

出墓葬规格与营养级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
［44］

。王洋对山西聂店先民的食谱分析发现，尽管在考古学意义上聂店先民的

等级相近，但其在食物资源的获取上却显示出明显差异，且这种差异与先民的性别、年龄和随葬品的种类与多寡无关
［45］

。这一

发现提醒我们需同样重视先民生活习惯、个人饮食偏好等因素对饮食结构差异的影响。 

盱眙先民δ13C 值的范围为-20.0‰~-18.4‰，δ15N 值的范围为 9.1‰~11.3‰，在食物资源的获取上存在一定差异。根据

随葬资料显示，9 例样品中 M208，M212 南、北棺，M213，M214 属于袁氏家族成员，其余 4 例为当地地方官吏，对这两组数据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推测这 9 例先民的饮食与他们的身份并不直接相关。此外，M114

西在 4 例地方官吏中身份等级最高，但他们的同位素值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差异。5 例袁氏家族成员中，考古人员推测 M208 年

代最早，M212 南、北棺，以及 M213 和 M214 为两对年代稍晚的夫妻，在这两对夫妻中，都表现出一高一低的氮值差异，同时 M213 

和 M214 这对夫妻（11.0±0.2‰）明显比 M212（10.1±0.4‰）有更高的氮值，但由于缺少性别、身份关系的详细资料，其中

原因暂无法深入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时期食物可选择范围进一步扩大，饮食偏好的影响力可能更大。盱眙地处今洪泽湖区，该区曾是淮河

入海口，据《清河县志》、《淮安府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居民在此从事垦殖渔猎；汉代，该区淮河纵贯，淮河右岸均

为沼泽地，分布着大小湖泊，丰水期淮水横溢，水草、鱼虾繁衍
［46］

，可见当时先民渔猎的自然条件优越。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

出现捕鱼图以及烹饪鱼食的庖厨图的频率不低，如出土于江苏徐州睢宁和邳县的捕鱼画像石上分别刻绘了撒网捕鱼和鱼鹰、鱼

叉捕鱼的画面
［47］

；出土于铜山和泗洪重岗的庖厨画像砖上绘有“灶上挂鱼”、“一人持一尾大鲤鱼，递向案右一人切脍”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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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48］

，可见淡水鱼类是当时不可忽视的食物来源。对比不同地区先民的氮值与他们鱼类资源的摄入情况可发现，盱眙先民的氮

值相比广东鲤鱼墩遗址先民的氮值低了约 3.2‰，可见并无海洋鱼类摄入。但相比于同时期河南申明铺遗址出土人骨的氮值高出

约 2.1‰，而与江苏三星村遗址的渔猎先民以及山东北阡遗址周代先民有着更为接近的氮值，进一步表明该人群有一定量的淡水

鱼类资源的摄入。其中，氮值较高的 M119（11.3‰）、M214（11.1‰）、M208（11.1‰）等个体相比 M212 北（9.8‰）、M103

（9.1‰）可能由于个人喜好，有更多肉类、鱼类资源的摄入。 

（四）汉代苏北地区开始形成稻麦混作格局 

新石器时代晚期（5000—4000BP），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稻作、粟作农业进一步向外传播，稻、粟遗存同时出土，并在

同一地区交错分布的现象更加常见。稻作由原来的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达黄河南岸多处地区，如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山东

栖霞杨家圈遗址、河南汝州李楼遗址、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均有水稻遗存的出土。粟

作也更加靠近南方，到达淮河流域以及长江北岸地区，如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湖北青龙泉遗址、湖北石家

河遗址等
［49］

。至此，粟稻混作区的范围基本稳定。 

已有的稳定同位素数据从食谱结构的角度为黄淮地区的农业格局提供了证据。这些数据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碳值

较高，包括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姜寨、史家，山西清凉寺，河南郑州西山、灵宝西坡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山东即墨北阡、

古镇都遗址，商周时期的陕西梁带村、周公庙、宝鸡建河，河南偃师商城、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前掌大墓地、即墨北

阡等遗址，反映了先民以粟为主的食物结构；第二类碳值位于 C3 和 C4 类植物之间，包括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半坡、鱼化寨、

河南沟湾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山东滕公桥、小朱家村、陵阳河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湖北青龙泉、河南沟湾遗址，陶寺

文化时期的山西陶寺遗址，战国时期的湖北青龙泉、河南申明铺遗址，反映了先民粟、稻兼有的食物结构
［50］

。由此可以认为，

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到商周时期，黄淮地区的农业是以粟为主导的粟稻混作模式。 

至秦汉时期，小麦种植在这一地区逐步发展，使该地区的农业格局更显复杂。依据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中的统计，

秦汉时期遗址中粟的出土仍居最多，稻其次，麦虽占少数，也已在陕西、河南、江苏等地分布
［51］

。关中地区是汉代政府推广麦

作的重要地区，不少学者从历史文献、出土小麦遗存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西汉末年关中地区已经大面积推广种植宿麦，

如曾雄生认为在西汉末年的成帝时，关中地区的麦作在农学家汜胜之的推广下得以普及
［52］

；王勇认为得益于西汉中后期水利灌

溉条件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宿麦在关中地区迅速普及
［53］

。也有学者相对保守，认为由于人口大幅度增长和相随而来的食物

短缺压力，小麦（尤其是宿麦）在西汉中后期开始大面积种植
［54］

。但是稳定同位素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陕西光明墓地
［55］

西

汉先民仍以粟为主要粮食（-9.8±0.9‰，n=7），甚至到东汉时期的机场墓地，粟的地位虽有所下降（-12.0±1.2‰，n=30），

但仍占主导。由此可推测，汉代关中地区的小麦种植实处于行政推广与技术改进阶段，尚未得到普及。 

相比而言，位于黄淮地区东部的近海地区表现出适宜麦作的自然条件。秦汉时期，黄淮平原逢秋季常有水灾之患，对豫东、

淮北、鲁西南造成严重灾害，而种植冬小麦的生长期主要在晚秋、早春，正好能避开河汛水患
［56］

，加之平原地带土壤肥沃，灌

溉水源丰富，是《淮南子》中所提“东方宜麦”之地
［57］

。江苏尹湾汉简记载了西汉时期东海郡的小麦种植情况，赵淑玲、昌森

分析后认为西汉末年东海郡的冬小麦已经得到普及，且占据了粮食的首要位置
［58］

。稻、粟、麦在江苏等地汉墓中均有出土，如

江苏西汉邗江甘泉、邗江胡场等西汉墓中同时出土有稻谷、小麦和粟
［59］

，故一般认为此三种作物均为汉代苏北地区先民的主要

粮食
［60］

。依据本文的数据（图二），江苏盱眙 9例西汉时期的人骨样品δ13C 值的范围为-20.0‰~-18.4‰，均值-19.4±0.6‰

（n=9），表明西汉时期该地区先民主要以 C3 类植物为食，已经不将粟作为主要粮食。这份数据与汉代以前该地区以粟为主，

兼有水稻的食谱结构相比，反映出在西汉时期黄淮地区东部近海地区，C3 类植物（小麦、水稻）在人们饮食结构中所占的比例

大幅度上升，粟的地位明显下降，反映出该地区的农业格局开始由传统稻粟混作模式转向稻麦混作模式。 

已有的汉代人骨食谱数据显示（表三、图三），陕西光明墓地西汉先民（-9.8±0.9‰，n=7）、官道村两汉先民（-10.7±

0.8‰，n=5）和机场墓地东汉先民（-12.0±1.2‰，n=30）均以粟为主要粮食，其中东汉先民兼有一定量的C3类食物摄入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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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申明铺遗址汉代先民的δ13C值（-16.7±0.8‰，n=15）相比战国时期（-12.7±0.8‰，n=14）明显下降，反映了先民食物

结构中C3类食物增加，应与当时小麦的推广种植有关，但粟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62］

。而江苏盱眙西汉先民（-19.4±0.6‰，n=9）

主要以水稻和小麦为食，粟在其饮食结构中的地位已经很低。以上三组数据分别代表了黄淮地区的陕西、河南、鲁苏皖由西到

东的三个区域，可以发现粟的地位在空间上自西向东呈下降的趋势，从侧面反映出汉代小麦种植在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关

中地区小麦的推广普及明显晚于东部近海地区。黄淮地区以外的汉代遗址也取得了部分稳定同位素数据，内蒙古呼和乌素遗址

汉代先民的δ13C 值为-9.1±0.7‰（n=6），表现出以粟为主的农业结构
［63］

。在新疆地区，汉代先民延续了青铜时代以来畜牧

业为主，兼有小麦和粟类作物的农业结构。相比洋海墓地（-15.9±0.9‰，n=9）
［64］

，黑沟梁遗址汉代先民的δ13C值较低（-18.3

±0.3‰，n=9），可以认为小麦的地位有所提高
［65］

。麦类遗存在青海地区也早有发现，青海上孙家遗址汉代先民较低的碳值（-17.5

±0.3‰，n=2）也反映出小麦在其饮食结构中具有一定地位
［66］

。云南地区是传统稻作农业区，金莲山遗址汉代先民的δ13C值

为-18.8±0.4‰（n=9），表现了其以水稻为主食的饮食习惯
［67］

。 

四、结论 

根据江苏盱眙东阳军庄汉墓群出土9例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先民δ13C 值的范围为-20.0‰~-18.4‰，均值-19.4±0.6‰（n=9），反映出西汉时期盱眙先民主要以水稻和小麦等

C3 类植物为食。汉墓中虽仍有发现粟类遗存，但从稳定同位素结果看，先民并不将粟作为主要粮食，可能已将其作为动物饲料

等其他用途。 

（2）先民的δ15N 值的范围为 9.1‰~11.3‰，均值 10.5±0.7‰（n=9），较高的氮值表明先民对肉食资源的摄入较多，

以猪、狗等家畜为主，同时包括一定量的淡水鱼类。从δ15N 值的分布看，先民在食物资源的获取上存在一定差异，对袁氏家族

成员和当地地方官吏这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推测这 9 例先民的饮食与他们的身份

并不直接相关，而可能与其生活习惯、个人饮食偏好等因素有关，氮值较高的个体有更多肉类、鱼类资源的摄入。 

（3）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到商周时期，黄淮地区的农业是以粟为主导的粟稻混作模式。秦汉时期，小麦种植在这一

地区的发展给该地区的农业格局增添了更多复杂性。西汉时期，黄淮地区粟的地位在空间上自西向东呈下降的趋势，侧面反映

出汉代小麦种植在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关中地区小麦的推广普及明显晚于东部近海地区。在东部近海地区，小麦在人们饮

食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粟的地位明显下降，反映出该地区的农业格局开始由传统稻粟混作模式转向稻麦混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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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汉代不同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误差图 

由于人骨样本数量有限，又缺少动植物数据，只能对相关问题做简单讨论，若能得到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样本的对比，

则能更好地说明小麦在粮食结构中的变化等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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